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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新时代的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国家治理模式和全球治理的角色扮演有了新理念和新实践，
中国发展的新动向为海外学术界围绕中国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
究从视角上出现“重新发现政党”的新趋势，但研究范式和核心理论仍未摆脱 “威权主义”的
窠臼，议题设置也显示出更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发展
“中国能力”的需求愈发强烈，但各国的中国认知要走出 “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还有长
路，我们需要以“学术多边主义”的立场来推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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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的‘中国观’及其历史成因研究” ( 18BGJ045)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新时代”是指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参见曲青山: 《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
和意义》，《求是》2019 年第 19 期，第 57 ～ 61 页。

② 习近平: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引自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http: / /
jhsjk. people. cn /article /29433349。［2021 － 01 － 08］

2017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①党的十九大将这一新阶段进一步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
的到来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
方案”。②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党的建设、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全面依法治国、军队现代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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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工作等多方面均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① 这些重大变化也被敏锐的外国学者所关注。布鲁
金斯学会的李成观察到，习近平执政后领导了 “打虎拍蝇”反腐运动、军队改革、经济振兴计
划和有为外交，这些大胆而有力的政治举措让人感觉到中国政治的明显变化。② 尤其是外交路线
从“韬光养晦”逐渐转向“奋发有为”，外界感受最明显。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 2016 年的一
份特别报告里称，“习近平已经开启了中国的区域及全球外交的新纪元”。③

然而，海外特别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并没有随中国进入新时代而步入发展新阶段。究其
原因，根本上是由于美式社会科学对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霸权地位没有改变; 由此，对中国

政经模式的分析仍然受“威权主义”等主导性概念与理论支配，中国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
“他者”的身份难以动摇，“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非理性中国观也依旧具有广大市场。
尽管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在新时代的新动向不可避免地引起海外中国研究的联动反

应。党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刺激着中国研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 ( 理论)
生产的相应调整。另一方面，中国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各国对于发展认知中国的能力有了
更多渴望，但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政治化倾向，影响了其认知的客观

性。本文将尝试对上述新变化予以描述和总结。

一、研究视角: “将政党带回来”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解释当代中国的关键变量，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界持续关注的对象。美国学者
沈大伟 ( David Shambaugh) 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头十年这 60 年中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
究，按每 20 年一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研究一直是海外中国研究
的重中之重。④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新兴利益群体的崛
起，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参与空间也逐渐扩大，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关

注相对前期明显减弱。⑤ 包瑞嘉 ( Ｒichard Baum) 认为 “80 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一大变化就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被大大削弱了，当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机构的研究成果在 80 年代
和 90 年代一直都有出现，但这些研究已经不再主宰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而对微观政治和政治经
济改革的研究开始登上中心舞台”。⑥ 西方学者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私
营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发展以及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而对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导社会改革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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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 换言之，更多关注了中国社会中的 “离心力”，而不是将整个体系凝聚起来发挥作用的
“向心力”。另一方面，“国家—社会”视角 ( 实质是以国家为中心) 取代政党逐渐成为政治学
研究的主流。这种研究视角和关注对象的转换甚至被认为构成 “范式鸿沟” ( paradigm gap) 。①

21 世纪初，柏思德 ( Kjeld Erik Brødsgaard) 与郑永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集了一场学术会议，
会议论文结集为《将政党带回来: 中国如何被治理》 (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于 2004 年出版。两年后，两位学者再度合作主编了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明确提出西方学者不该忘记中国的权力体系仍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在

中国研究中应该“将政党 ( 中国共产党) 带回来”。② 无独有偶，提出前述“范式鸿沟”的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科 ( Alexei Shevchenko) 在 2004 年的一篇文章中以
“将政党带回来”为题，讨论了党如何主导渐进式改革以平衡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 党在政
治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 的关系。③ 不过，后者的出发点与柏、郑二人的主张并不一致。舍甫琴
科仍然是在转型范式下思考，而柏、郑提出的 “将政党带回来”是要超越转型范式，考察一党
长期执政的情境下中国如何实现持续稳定与发展。

图 1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 21 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成果数量

“将政党带回来”的主张是否推动了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学界有三种变化趋势可以同这一主张形成呼应。
第一，虽然从英语世界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看，新时代以来增长幅度并不显著 ( 如图 1 所

示) ，④ 但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磅著作。印度中国观察家克里希南 ( Ananth Krish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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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感慨，“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核心地位而言，深入研究党的工作、组织、文化和历
史的著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以下这些著作也多少填补了这种遗憾。
其中，倡导“将政党带回来”的柏思德与郑永年身体力行。先是在 2016 年，柏思德主编的

四卷本《中国共产党研究批判读本》 ( 简称《读本》) 问世，该《读本》的作者队伍囊括了美国
第三代中国学家的翘楚人物黎安友 ( Andrew Nathan) 、李侃如 ( Kenneth Lieberthal) 、沈大伟、
魏昂德 ( Andrew Walder) 、托尼·赛奇 ( Tony Saich) 、欧博文 ( Kevin J. O'Brien) 、李成、狄忠
蒲 ( Bruce Dickson) 等人，郑永年在其中贡献了多个章节; 内容则涉及中国政党制度、中共党
史以及党的组织工作、党的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党的自我改革与调适、党与法治关系、党与
社会治理、地方党政工作等方方面面，遗憾的是对上述内容的讨论止步于新时代以前。① 2021
年，郑永年又与兰斯·戈尔 ( Lance L. P. Gore) 合作主编了 《中国共产党在行动: 巩固党的统
治》，不仅大幅增加了有关新时代的内容，也比多少受体例约束的 《读本》更鲜明地贯彻了 “将
政党带回来”的主张。②

值得关注的还有如下几本近著。首先是 2021 年刚刚出版的托尼·赛奇新著 《从革命者
到统治者: 百年中国共产党》。③ 该书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的历史，深入阐
发了党的生存力和调适力。赛奇身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此书一出便广受关注，成为海外研
究百年党史的代表作。同年狄忠蒲所著的 《党和人民: 21 世纪的中国政治》则在党、国家
和人民三元框架下深入考察了当代中国复杂的政治体制及其韧性。④ 另外，2018 年青年学者
古大牛 ( Daniel Koss) 出版了 《政党的地盘: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与地方治理》一书，是鲜有
的专注党的基层组织的著作，在书中他分析了党如何运用基层组织来巩固政权和参与地方

治理。⑤

第二，尽管对中国共产党的悲观预言仍然充斥西方学界，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察觉到，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体制将得到长期延续。劳伦斯·沙利文 ( Lawrence Ｒ. Sullivan) 在其编纂的 《中共
党史辞典》中认为，中国的政党体制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中国共产党也保持了很高的民众支
持率，“颜色革命”在中国难有作为。⑥ 2012 年以后，西方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前途的争论还在
延续，但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得到了更多重视。⑦ 兰德公司 2016 年的研究报告也称: “近年来，
其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重新焕发活力。中国共产党将其主要目标定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拟通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确保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政策实现该目标。”⑧

第三，海外学者普遍捕捉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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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强的趋势。傅士卓 ( Joseph Fewsmith ) 认为习近平的 “新时代”有别于邓小平的 “新时
期”，其中一个关键特征是党在加强领导地位和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努力。①

与此相应，海外中国研究更自觉地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解释变量或纳入分析框架，而不是过

分依赖“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研究传统素来发达的日本，通过检索
文部省、学术振兴会在 2012 年以后的资助项目发现，与中国共产党直接相关的课题有近 50 项。
这些课题从不同方面考察了新时代以来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与作用，包括

党与宪法的关系、党与人大的关系、党与法制的关系、党对基层组织领导的变化等。②

二、概念生产: 内卷与漂移

在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 ( Chinese Studies) 的早期发展阶段 (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
国问题专家们并不擅长社会科学的概念化方法，以至于查莫斯·约翰逊 ( Chalmers Johnson) 感
慨“本领域内存在概念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③

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明显转变。自萨缪尔·亨廷顿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所
谓“威权主义现代化”后，西方学者积极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审视新兴国家的政治转型，并创生
出一批“威权主义”加形容词的描述性概念。④ 例如，亚洲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欧
洲的匈牙利等国都曾被不同学者贴上 “柔性威权主义” ( soft authoritarianism) 的标签，卢卡申科
治下的白俄罗斯政权被称为 “调适型威权主义” ( 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⑤

类似的概念创制也发生在中国研究领域。起初是何汉理 ( Harry Harding) 于 1986 年提出
“协商式威权主义” (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 继而李侃如于 1990 年前后提出 “分化的威权
主义” (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 约略同时，兰普顿 ( David M. Lampton) 又提出 “官僚多
元主义” ( bureaucratic pluralism) 来描述改革年代中国决策体制的特点。⑥ 其中，李侃如的 “分
化的威权主义”广为 21 世纪前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所采纳。⑦ 2003 年黎安友推出的“威权韧性”
(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一词迅速成为理论新宠。先后出现的相似概念至少还包括 “协商式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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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涵浦: 《威权制度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研究: 一般性研究框架刍议》，http: / /homepage. ntu. edu. tw / ～
hanstung /Ｒesearch_ 5_ files /PEA_ CHN_ Tung. pdf; ［2021 －02 －11］李侃如的想法初见于 Kenneth Lieberthal ＆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主义” ( 包瑞嘉) ①、“分权的威权主义” ( 李磊) ②、“协商式威权主义” ( 何包刚与马克·沃
伦) ③，等等。这些概念与何汉理、李侃如等人创制的概念，都在试图概括一党体制下的政治多
元化现象，并对政党的执政稳定性提出解释。④

西方中国研究界沉迷于 “威权”加形容词的概念创制手法长期不能自拔，如中国学者讥讽
的那样，“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是一种学术 “内卷”的表现。⑤ 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西
方学术界以“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所谓民主与专制或民主与威权的二元思维框架下审视政
体“他者”。即使在新时代，这种 “内卷”也未得到改善。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艾什
( Timothy Ash) 在 2015 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的种种改革举措是在进行一场
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实验，他将之归结为“巧妙的威权主义” ( smart authoritarianism) ⑥，这反映
出西方学者的确不易跳出窠臼解释中国。
对于新时代中国的新变，仍有大量学者固守 “威权韧性”的视角予以解析。有学者提出，

得益于过往造成“威权韧性”的体制因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依然保持强大韧性。⑦ 有
的则注意到党的作用加强可能会增加政权韧性，⑧ 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将面临权力集中与

社会多元日益艰巨的挑战。⑨

只有少部分学者对“威权韧性”的解释框架提出不满，并试图创制新的解释框架与分析概
念。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定性在于其不断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手
段和政治准则来完善自身治理能力的缺陷，“威权韧性”不足以对此进行有效解释。�10 柏思德出
于对“分化的威权主义”的不满而提出“整合的分化” ( integrated fragmentation) 概念，来处理
看上去显得矛盾的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和中央对这些企业控制的持续。�11 经济学家皮凯蒂
则在 2020 年的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的新型政经体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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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Bruce Gilley，“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Ｒ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 14，No. 1，2003，pp. 18 －26.
Pierre F. 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
Mao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Baogang He ＆ Mark E. Warren，“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 9，No. 2，2011，p. 273.
关于新时代以前海外学界运用威权主义框架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情况，参见曾水英、殷冬水: 《海外当代中
国政治研究的威权主义范式: 回顾与反思》，《社会科学动态》2017 年第 1 期。
景跃进: 《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第 33 ～ 40 页。
Timothy Garton Ash，“Xi Jinping's China Is the Greatest Political Experiment on Earth，”http: / /www. theguardian.
com /commentisfree /2015 / jun /01 /war － peace － depend － china － domestic － success. ［2021 － 03 － 20］
Hongyi Lai ( 赖洪毅 ) ，China's Governance Model Flexi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Pragmatic Authoritarianism，
Ｒoutledge，2016，p. 339.
Thomas Heberer，“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3. 0’ and the Ｒ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2016，DOI: 10. 1080 /23812346. 2016，1243905. ［2021 － 01 － 20］
Joseph Fewsmith ＆ Andrew J. Nathan，“Authoritarian Ｒesilience Ｒevisited: Joseph Fewsmith with Ｒesponse from
Andrew J. Nath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28，Issue 116，2019，pp. 167 － 179.
Cheng Li，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Ｒ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pp. 7 － 8.
K. E. Brødsgaard，“‘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or ‘Integrated Fragmentation’?” in K. E. Brødsgaard ( ed. ) ，
Chinese Politics as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Earthquakes，Energy and Environment，Ｒoutledge，2017，pp. 38 －55.



有两方面特点: 一是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党的领导; 二是在国有和私营之间进行平衡的混

合经济体制，这种政经体制被证明是可以持续的。① 近几年国外学界提出的重要概念，往往体现
出对新时代新现实的关照，即更偏重显示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与统合作用，但这些新概念

背后的价值观仍然为“西方民主至上”“西方中心主义”那一套逻辑支配。
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概念是基本要素，概念生产则是实现创新的基本手段。如马克

斯·韦伯所说，社会科学的发展总在两种尝试间来回调整，“或通过概念的构成在思想中整理
事实”，或在由此得到的思想图像经受变动而使概念不足以整理新的事实时重塑概念。② 但是
观察新时代以来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界，概念生产的创新能力无法适应研究对象的调整

节奏。一方面是诸如 “威权主义”这类经由概念移植———最早被比较政治学家解释二战后拉美
地区的政权形态———而介入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很难因应研究对象的复杂和变动，由于定义
的僵化 ( 导源于政体二分的思维窠臼) 而导致概念表现为缺少包容性从而限制跨国和跨系统

的比较，这种情况被称为 “概念冻结” ( concept freezing) ③。或者说，西方学术界惯常采用的
“概念移植”往往遭遇解释失灵，出现类似机器学习领域的 “概念漂移” ( concept drift) 现
象———当输入与输出的函数随时间发生变化，训练集中得到的解释函数放到真实数据集中就会
失灵。作为观察对象的中国，犹如一个不断转动的多面体，吸引也考验着各国研究者的观察力
与思维力。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德明 ( Lowell Dittmer ) 感慨的那样: “中国 ‘新时
代’的本质只有在其多重面向中才能被发现，这些多重面向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呈现出
来。”④ 尽管西方的中国研究善于提出概念，但又每每陷入概念无法把握现实的困境。可以想
象，如果无法跳出 “西方中心主义”“政体二元论”这类思维陷阱，西方中国研究的概念生产
很难摆脱内卷与漂移的窘境。

三、议题设置: 政治化倾向的加强

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研究最可识别的变化也许就是西方对华研究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加强。
在俄罗斯中国学家罗曼诺夫 (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看来，“在西方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中，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以‘冷战’为模板形成的意识形态动机的谎言和宣传”。⑤

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察与中国报道存在意识形态偏执并非朝夕之病，并且常常受西方世界

“老大哥”美国的风动感染。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学术领域的
涉华议题和论调也走向偏执。尤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界成为 “学术反华”的主要推手，
美国学术界针对中国研究的 “学术麦卡锡主义”阴云越结越厚，对华客观温和言论被认为是
“政治不正确”，罔顾事实的“政治学术”却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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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p. 408. 这一概念可能是受到“管治民
主” ( managed democracy) 的启发，后者是西方学界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治模式的一种总结，也同样包含
着价值审判意味。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54 页。
华人学者唐文方在《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中提出这一说法，见 Wenfang Tang，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Ｒegime Sustainabi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 165 － 166。
Lowell Dittmer ( ed. )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Xi Jinping Epoch: Domestic and Global Dimensions，World
Scientific，2021，p. 37.
张西平、石之瑜等: 《70年来的中国发展与海外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 6期，第 61 ～73页。



媒体与“专家”的合谋也不容忽视。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史文 ( Michael D. Swaine ) 曾在
2018 年《外交政策》上发文，揭批美国媒体上那些所谓的 “权威人士”喋喋不休地制造各类
“中国威胁论”。他说: “这些记者和官员最极端之处是尽作哗众取宠的言论，此番举动无疑会增
加国防开支，提升报纸销量，与前任政府所谓 ‘失败的’中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并让美国人
对当前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视而不见，如巨额预算赤字、收入不平等和基础设施崩溃等。”他还
分析了美国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新常态”，除了狭隘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利益，更重要的因素
是特朗普通过玩弄“外来威胁论”将美国政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 “偏执狂风格”在社会精英层
煽动起来。①

这种不正常的学术风气和社会心态也激起美国国内温和派学者的巨大反抗。2019 年，美国
政学两界几位资深“中国通”傅泰林、芮效俭、史文、董云裳和傅高义联名给特朗普总统写信，
反对将中国作为“敌人”的种种做法。② 联名信公开后陆续有 200 多名美国国内熟悉中国和亚洲
事务的政学精英加入签署。
西方中国研究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议题设置的政治化。这方面，媒体和智库，尤其是

那些政治立场偏于保守的媒体和智库表现得更为积极。③ 代表性案例就是近年来有关 “中国是否
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议论。
较早提出该问题的是美国 《外交政策》杂志的原副主编以萨克·费什 ( Isaac Stone Fish) 。

他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舞台承担的责任与其强大的国家实

力不相符。④ 以萨克·费什的看法颇具典型性，即便在中国学家群体中，也普遍倾向中国是既有
发展中国家一面又有发达国家一面的混合形态大国。⑤ 由此，西方社会的一些政学精英怀着不满
态度看待中国坚持的“发展中国家”定位。
不满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国家实力方面的强国表现与其继续

享受 WTO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种种优惠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责
任不相匹配而产生的不满。后者又被国内学界总结为 “中国责任论”。有国内学者指出这种 “责
任论”“尽管是在对中国实力与责任某种认同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但常常 “表现出强硬的单一
价值观诉求，隐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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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Michael D. Swaine，“The U. S. Can't Afford to Demonize China，” June 29，2018，Foreign Policy，https: / /
foreignpolicy. com /2018 /06 /29 / the － u － s － cant － afford － to － demonize － china /. ［2021 － 01 － 20］中文版见于
https: / /carnegieendowment. org /2018 /06 /29 /zh － pub － 77179。［2021 － 01 － 20］
M. Taylor Fravel，J. Stapleton Ｒoy，Michael D. Swaine，Susan A. Thornton ＆ Ezra Vogel，“China Is not an
Enemy，”Washington Post，July 3，2019. 关于美国二战后学术麦卡锡主义对其中国研究的影响，可参见仇华
飞: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59 ～ 67 页。
学院派并不像媒体和智库那样容易受激进政治的裹挟，通过浏览三大中国研究学刊近年来刊发文章的主题

可以得到这样的初步印象; 当然，知识立场的意识形态底色是另一回事。
Isaac Stone Fish，“Is China Still a‘Developing’Country?”https: / / foreignpolicy. com /2014 /09 /25 / is － china －
still － a － developing － country /. ［2021 － 01 － 21］
201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 CSIS) 就“中国是否算一个发达国家”组织了一次小型讨论，三位与谈
人兰普顿、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副总裁孔弼永 ( Björn Conrad) 、康奈尔大学的万家瑞 ( Jeremy L.
Wallace) 都认为中国以其经济体总规模、内部发展不平衡等多元复杂因素而无法被简单归为发展中国家或
发达国家。参见 China Power Team，“Is China a Developed Country?”March 9，2016，https: / /chinapower. csis. org /
is － china － a － developed － country。［2021 － 01 － 23］
金灿荣: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应对》，《绿叶》2009年第 5期。



对于“责任论”，中国学者似乎可以采取更加理性的回应。中国在碳排放、环保、反恐等领
域的全球治理方面与西方大国有共同的利益。①

至于西方对华的“不满心态”，兰普顿曾有一个精辟的解说: “当美国对自身表现感到不满
的时候，那么对其他国家 ( 这里指中国) 也会感到不满。”② 所以，真正令西方政学精英感到不
满的，并不是中国在人均寿命、人均碳排放量、人均 GDP 等指标上逼近发达国家，而是他们在
对比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后，对自己国家无力解决自身问题
感到懊恼，进而向“他者”投射的不满。
西方的中国观察界、研究界越来越受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是西方与中国彼此不信任

感加强的一种反映; 新闻报道和智库报告涉华议题的政治化倾向又反过来加强了双方社会的彼

此不信任。③ 由此，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正处于一种危险的 “双向负反馈”中。这无
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还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都是一个挑战。

四、中国知识的生产: 能力渴望与现实分歧

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领域，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举例来说，现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 “劳特里奇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 Ｒ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自 2008 年创立以来，收纳了近 230 种出版物 ( 专著或论文集) ，新时代以来的年
出版数量明显增长。④ 从作者队伍能看到，研究主体的多元化程度也在不断拓展。
无论出于国家战略需要还是学术内生冲动，国际中国研究都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期。其中

有两个明显的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对自身中国研究能力不足的感知导致各国发展所谓 “中国能
力” ( 即认知中国、理解中国的能力) 的渴望在增强; 二是不同知识社群的 “中国知识”“中国
观”的认知分歧在扩大。
一方面，从汉学与中国研究传统较为发达的美国、欧洲，到中国研究方兴未艾的拉美、非

洲，世界各国都渴望发展认知中国、理解中国的能力。
在当代中国学的发祥地美国，由于财政支持的限制等客观因素，中国学人才队伍建设已经

无法适应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知识需求。2020 年 4 月，在美国国会一场有关中国模式的听
证会上，与会学者纷纷呼吁美国应该加强中国研究和相关人才培养。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
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 ( Nadege Ｒolland) 认为，应该大力培养汉学、国际关系、
现代战略分析方面使用汉语的人才，研究中国精英层的思考方式，并称这与发展科技领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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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基金会 2020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以能源和环境的全球治理为视角，表达了对中国积极责任的期待。参
见 Philippe Benoit ＆ Kevin Tu，“Is China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Energy and Climate，”
SIPA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July 23，2020，https: / /www. energypolicy. columbia. edu / research / report /
china － still － developing － country － and － why － it － matters － energy － and － climate。［2021 － 02 － 10］
参见兰普顿: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根源》，门洪华主编: 《关键时刻: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
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6 页。
早在 2001 年，兰普顿就已指出，“战略互不信任是对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见门洪华主编: 《关键时刻: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2012 年，第 179 页。
2012 年以来每年约出版 20 种，2008—2011 年 31 种，2012—2016 年 98 种，2017 年以来出版的著作就达
99 种。



重要。①美国国家情报大学的丹尼尔·托宾 ( Daniel Tobin) 认为，中国研究领域过去几十年偏重
于“基于问题”的议程，倾向于追问 “中国的治理存在哪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应对
的”，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他建议要开展“基于目的”的中国研究，追问中国的政策设
计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向何方。②

在汉学底蕴深厚的德国，墨卡托中国中心 2018 年发布调研报告，对德国的 “中国能力”
( China können) 进行了全面摸底。报告中将“中国能力”定义为与中国进行成功合作所需的必
要知识与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中国国情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跨文化能力。多数受访者承认，
双边接触过程让他们感受到中国人的 “德国能力”优于德国人的“中国能力”。报告因此提出要
采取根本性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③

在中国研究基础薄弱的新兴国家，近年来中国研究的知识社群和知识网络有了显著的壮大。
在巴西，成立于 2017 年底的“巴西中国问题研究网络” ( Brazilian Network for China Studies) 已
经吸收了超过 300 名的成员。④ 在非洲，围绕中国的跨学科研究仍是 “学术领域新前沿”，⑤ 中
国和其他国家在非洲设立的中国研究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非洲的中国研究，但非洲本土的

中国学研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帮助非洲国家和人民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做出更明智的

选择。⑥

另一方面，不同知识社群中国认知的鸿沟也在扩大。
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认知鸿沟在扩大，不同立场者的中国观撕裂程度在加深，这

与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极化与政治撕裂直接相关。在美国，对中国能够产生同情理解的中国学
家们普遍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在“政治正确”的氛围笼罩下往往噤若寒蝉。2019 年温和
派的公开联名信是不同意见被压抑后的一次集中爆发。作为美国中国学知识社群重要组成部分
的华人学者群体，⑦ 是加强中美理解、发挥中美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重要力量，但在意识形态对
抗加剧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桥梁作用很难得以发挥，倒是身份与话语的张力迫使他们时常做

出溢出学术理性边界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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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van Hoeymissen，“China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Vol. 33，No. 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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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T. 怀特曾说: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英语国家的中国研究的主要变化来自美国华裔研究者，特别是
中国籍学者的大量加入。”参见怀特: 《中国政治研究: 此领域的研究状况概述》，毕文胜译，《国外理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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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美国青年中国问题专家群体进行调研，发现可以按照他们的对华主张将其大致分

为接触派 ( engagement group) 和限制派 ( hedging group) ，两派的中国认知在许多地方存在明显
差异。例如，绝大多数主张限制中国 ( 也包括与中国脱钩) 的学者认为，中国仍旧实行一套与
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尽管没有意识形态输出的企图; 而接触派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

并非西方惯常认为的威权体制，西方学者很难全面把握高度复杂的中国政治体制。这种分歧在
老一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那里同样存在，但研究发现青年一代学者对华认知的主观化情况更甚

于前代学者。① 兰普顿对于这种情况的理解是，“老一代人见证过与中国 ( 以及与朝鲜和间接的
越南) 发生战争的代价，年轻人 ( 特指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 成长起来的时代是这些冲突

的代价早就被遗忘的时候”。② 总之，如他所说，“现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的情况大不相
同———但世界也不同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研究的新兴国家，发展 “中国能力”的渴望同摆脱西方中国观和中

国学范式的自觉意识在同步增长。
在印度，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越来越依赖别国 ( 主要是美英) 的学术成果来了解中国”而

不发展自身认知中国的能力可能带来悲剧，“将令有关中国的讨论陷入种族主义、无知和嫉妒的
漩涡”。③ 在拉美，哥斯达黎加大学的赫尔科梅耶尔 ( Patricia Ｒodríguez Holkemeyer) 教授对中国
政治体制的研究致力于超越西方范式造成的刻板印象。④ 在非洲，跨文化的中国学家们意识到，
“在不援引西方研究的情况下分享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一个学习过程，需要反思和更多的 ‘遗忘’，
而不仅仅是‘学习’”。⑤ 这些国家对西方中国知识生产局限性的主动意识，与中国学术界构建
本土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追求相映成趣，共同推动着“非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

五、结语: 在学术多边主义中发展国际中国研究

柏思德曾感慨: “即使对一位欧洲人来说，全面地考察欧洲的中国研究也是一项艰难的任
务。”⑥ 本文对新时代以来国际中国研究变动趋势的宏观把握可能也是一次不自量力的尝试。
这种尝试的困难，首先出于中国的多元与复杂造成了中国研究斑驳多姿的知识图景，也包

括不同学科进路带来的认知差异; 其次是国际学术场域里的 “中国研究”必然受到各国文化与
学术传统的影响，而造成只有复数的“中国学”而非单一形态的“中国学”; 再次，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与置身其中的中国都在发生冲击人们的刻板印象与认知习惯的变化，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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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是我们仍在遭受的重大冲击之一，从而使我们认知他者乃至认知世界的能力也面临巨大

挑战。
令人担忧的是，在这样一个巨变时代，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等封闭的意识在世界各个角落

都有滋长之势。与此相应，中国努力成为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2021 年伊始，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云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讲话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
前行之路》，再次重申了推动国际多边对话与合作在今时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智识领域也应倡导一种 “学术多边主义”，通

过开放心智、互换立场、同情理解来加深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彼此认知，从而
促进相互理解。要创造更多的对话场景，让不同知识社群的中国学家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让
各自的中国知识与中国观在理性的对话中发生碰撞，以期凝结出更多的共识。
受现实主义原则支配的国际关系研究带给人们的或许永远只是权力平衡与利益妥协，而践

行“学术多边主义”的中国研究将贡献更具包容性的智慧。正如 “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柯文
( Paul A. Cohen) 曾说的: “当我们以更实际的眼光看待中国时，我们开始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
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往往与其他文明体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也必须解决的

问题出奇地相似。”①

(责任编辑: 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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